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羁押后通知家属是人权保障原则基本要求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王敏远  
 

  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拘留后，应当立即将被拘留人送看守所羁押，

至迟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通知可能有碍

侦查的情形以外，应当在拘留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该条规定就是被普遍

关注的所谓“秘密拘捕条款”。基于羁押之后其家属的知情权是一项基本权利，因此，以“可能

有碍侦查”为由不通知家属，对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不利。这是人们对这项规定予以极大的关

注和热烈讨论的主要原因。为了有助于理解这项规定的含义，在新的刑事诉讼法实施后落实该项

规定，现在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是:应当如何认识这条规定?有关部门在实践中应当注意哪些问题?
以下是我对此问题的初步研究。 
  认识这条规定，我们首先应当将其置于历史之中进行考察。1979 年制定的刑事诉讼法规定:
拘留和逮捕后，除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拘留、逮捕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

在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其家属或者他的所在单位。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此未作改动。
这次修改对“可能有碍侦查”而可以不通知家属的情形，从四个方面作出了限制:  
  一是有碍侦查而不通知家属的规定仅适用于拘留，而不再适用于逮捕。这是对促进人权保障

有积极意义的限制。显然，经此限制，逮捕这种较长时间的羁押，通知家属将不能再以可能有碍

侦查为由而不通知家属。二是可能有碍侦查而不通知家属的情形，不再适用于其他罪名，而是只

限定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的犯罪。这个限制使得以可能有碍侦查为由而不通知家

属的适用范围极为有限，极大地缩小了案件范围。由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恐怖活动的犯罪

案件在我国刑事诉讼实践中数量十分有限，这个限制就意味着在绝大多数的刑事案件中，均不应

以可能有碍侦查为由而不通知家属。三是规定了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以后，应当立即通知被拘留

人的家属。这个限制使那些即使原本因存在可能有碍侦查而不通知家属的，在有碍侦查的情形消

失以后也必须通知家属。四是规定了羁押后应当通知家属，而不是家属或单位。这个限制进一步

使被羁押人的家属的知情权得到保障。  
  通过这样的分析，从中可以看到，所谓“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秘密拘捕’，是倒退”

的说法，是对相关规定误读的结果，而误读的原因，就是未将这个规定置于历史的流变之中予以

认识。通过历史对比，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项规定的进步意义。从这次修改刑事诉讼法的过程

中，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看到因“可能有碍侦查而不通知家属”的规定的演变。在刑事诉讼法修改

(草案)送交人大常委会第一次审议的时候，不仅拘留、逮捕和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都可以适用该
项“可能有碍侦查而不通知家属”的规定，而且，可以适用该规定的案件范围也比最后获得通过

的修改条文所限制的范围更宽。由此可见，将该项规定置于历史的背景之中，看到其进步的过程，

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该项规定所具有的积极意义。  
  其次，我们应当将这项规定置于刑事诉讼法的体系之中，以全面认识这项规定的意义。一方

面，我们应当以刑事诉讼法新增加的“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任务为基础认识这项规定。只有

在保障人权的任务之下理解和执行该项规定，才能使其积极意义得到真正的实现。例如，预防和

避免刑事诉讼中的职权机关在实践中以“可能有碍侦查而不通知家属”的规定滥用职权，显然需

要我们对此次刑诉法修改所规定的尊重人权的基本任务的规定有正确认识。另一方面，我们需要

看到这项规定对刑事诉讼法其他一些规定的影响。例如，需要认识到该项规定也是被羁押的人和

其家属行使其他权利的基础。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所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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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
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的，也可以由其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委

托辩护人。”显然，监护人、近亲属代为聘请辩护律师的权利的行使，就是以对其被羁押的情况

的了解为前提的。只有认识到这项规定与刑事诉讼法其他相关规定的有机联系，我们才能对其含

义有更深刻的认识。  
  当然，通过历史的对比、联系刑事诉讼法其他规定，我们所看到的这项规定的进步，还只是

法律文本意义上的进步，而其在现实中如何得到实现，则是我们必须予以关注的。现实中真正落

实新刑事诉讼法的这项规定，需要具备相应的条件，其中，相关的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是必不可

少的前提条件。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许多方面存在需要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进一步具体化的内

容，关于羁押后通知家属问题的规定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关于这个问题，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

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很多。例如，什么是因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就需要予以解释才能

明确而具体。而对此含义的明确而具体的解释是防止其被滥用的基本前提。以往并无司法解释对

于“有碍侦查”和“无法通知”的情形作出具体规定，只是在 1998 年《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
程序规定》第一百零八条、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对被羁押的，应在 24 小时内通知其家属或者单
位，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同案的犯罪嫌疑人可能逃跑、隐匿、毁弃或者伪造证据的;(二)
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三)其他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的。  
  这样的解释已历经十几年，是否适合新的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需要进一步研究。并且，在此

所说的“有碍侦查”，与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适用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中所说的在住处

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是否含义相同，也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此外，还有一些其他需要通

过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予以解决的问题。例如，在采取了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这三

项强制措施后，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只是规定了应在 24 小时之内通知家属，而未如同原刑事诉
讼法所规定的那样，将羁押的“原因和场所”通知家属，因此，按照新的规定，通知的内容包括

哪些，就需要通过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予以明确。  
  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是，即使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及时对“有碍侦查”和“无法通知”的情

形等问题作出了具体而明确的规定，刑事诉讼中的职权机关如果未按照这些规定通知其家属，应

该怎么办?相关的法律责任的确定因此就显得很重要。刑事诉讼法是关于诉讼行为的规范的法律，
以往常被视为“软法”，未被置于应有的尊崇地位。在强调人权保障、程序规范和司法公正的今

天，其不可违反的尊严如何得到保障，是个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就此而言，对刑事诉讼法所规

定的应当通知家属而实践中发生不通知的情形，应设置系统的法律后果。首先是相关人员的法律

责任。只有对职权机关中的相关违法人员设置针对性较强的法律责任，才会有助于防止其违法或

滥用不通知的权利。至于应当设置怎样的法律责任，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其次，应当设置相应

的程序性法律后果。对违法程序规范的行为设置相应的程序法律后果，其有效性更值得期待。对

于应当通知家属而不通知的，如果因此严重损害了被羁押者的人权，应将其视为严重影响司法公

正的情形，设置相应的程序法律后果。  
  如果说通过历史的纵向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对被羁押者的通知家属问

题的规定上的进步，那么，我们期待这种进步不仅体现在法律文本上，而且可以在实践中得到落

实。此外，我们还可以对此作进一步展望:在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之后，是否可以通过实践对相关规
定予以进一步完善。既然从人权保障的角度分析，被羁押之人的家属的知情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那么，就应当考虑对此规定予以进一步完善，以更有利于人权保障。例如，是否可以将通知

家属作为一项权利予以规定，因为这会有助于预防有的侦查机关借口“无法通知”而不通知家属。

从有助于保障家属的知情权来看，如果只是将通知家属作为办案机关的一项责任是不够的，应当

进一步考虑将其作为被羁押者及其家属的权利。再如，是否可以考虑对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罪、恐

怖活动犯罪因可能有碍侦查而不通知家属的，设置一个比普通案件更长但也是确定的通知期限，

比如 48小时或者 72小时，以便彻底解决在这样的案件中的“秘密拘留”问题。显然，这些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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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因可能有碍侦查而不通知家属，主要只是担心通知家属可能因此会泄露消息，从而影响侦查

破案，但是，这种担心在短时间内或许有道理，时间长了，他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消息一定会走漏。

如果有同案犯，肯定会意识到问题，与是否通知家属无关。在这种情况下，家属因未接到通知反

不知其去向，这明显于情于理不合。这种于侦查破案无益，也不利于人权保障的情形，应当避免

发生。 


